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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视 野 中 的 唐 宋 变 革

主持人语

有的时候,一个学术命题的生命力,倒并不一定是因为它多么准确无误地揭示了相关事物的真相,
而更在于事物本身的重要性,因而能够促使人们对它的持续关注。 所谓“唐宋变革论”大概就是如此。
明人陈邦瞻称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宋其三变”:“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

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 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可知前人早已认识到从唐到宋世事之“变”。
可是,所“变”者为何,如何认识这个“变”,未易遽论。 逮至 20 世纪初,遂有日本学人内藤湖南称之为

“变革”的论说之提出,并在中外学界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论战。 近年来,主要在中文学界,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它的不足,因此呼吁要走出“唐宋变革论”。 不过,如何认识“宋其三变”,余义尚多,似乎并不

能简单地一“走”了之。 我们因此延请学者,对这一学术命题再作讨论。
有意义的是,本期专栏刊出的三篇论文,从各不同侧面展示了从不同学科入手来探讨“唐宋变革

论”这一学术命题,其所蕴含的可拓展性。 包伟民的《“唐宋变革论”:如何“走出”?》,并未执着于变革

论的正与误,而是从实证史学的路径出发,试图揭示“清晰明了”的理论归纳与复杂历史现象之间可能

存在的落差,认为只有改进思想方法,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变革论。 张泰苏的《从“唐宋变革”到“大分

流”:一种假说》,指出唐宋变革与大分流这两大学术命题在理论与分析元素上具有相通之处,从国家能

力的维度入手,存在着打通两者的可能性。 也就是从唐宋变革论出发,将观察的要点落到了不同历史时

期的前后比较,与中外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比较,拓展了观察的视野。 罗祎楠的《认识论视野中的唐宋

变革问题》则更进一步,深入到此命题相关的“另一层真实”,也就是由此显示的不同史学家对于唐宋间

历史的认识模式,向我们提出了学者理解世界的认识论主体的问题。 这样多维度的观察,无疑是我们不

断接近“宋其三变”客观的有效途径。
三位作者所言是否得当,还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包伟民

“唐宋变革论”:如何“走出”?

包 伟 民
(浙大城市学院 历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15)

摘　 要: 内藤湖南以欧洲历史发展为参照系,以所谓从封建制向绝对君主政体转型为主要依据,提出了

唐宋变革论。 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唐宋之间以及宋元之间的历史演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说,在思想方法

上其实与内藤氏一致,就是由点及面,从各自认定的支点出发,将历史演进按阶段切割开来。 这些看似清晰的

分期学说,其实存在着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风险。 深入观察可以发现,与历史上并不常见的那些翻天覆地式

的社会结构根本性变革不同,唐宋之间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历史演进步伐,迟疾有异,相互之间明显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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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仍有许多方面的演进更为迟晚,到北宋中期才大体呈现了一种“新局面”。 总之,演进与延续是观察唐宋

间历史的两个不可偏废的基本视角,只有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变革论。
关键词: 唐宋变革;多层面;历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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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宋变革论”,大家将该说的话似乎全都说完了,甚至已经有点令人心生厌倦。
但是,坊间议论依然不绝。 这或许表明此题尚存余义,可以再稍作讨论。

一、 学术史视角

　 　 1922 年,时任日本京都大学讲师的内藤湖南(1866—1934)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因为

“过去的历史学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但他认为“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应该跳出朝代体系,
“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所谓上古、中
世、近世的三分法。 尽管内藤本人在此文的结语中只说“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
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①,并没有明确提出“唐宋变革”的概念,但后人梳理学术史,则几乎无异

议地将“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归功给了他,因此又称此论为“内藤假说”。
任何一种学术假说或者范式一经提出,解释权就交给了后人,不太可能完全遵照原创者的初意而一

成不变,关于“唐宋之际”出现“大转变”之论即如此。 所以,我们对它的梳理也应该从实际着眼,既观察

其内涵与外延的演变发展,更关注影响其演变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尽管内藤氏强调他的这个范式系出自“文化史的观点考察”,但其学术思想的渊源来自欧洲史,尤

其是受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日本学界流行的几部欧洲史著作的影响,形成了以封建制(即贵族制)
与绝对君主政体等概念为历史演进依据的历史观,是清晰无误的。 所以日本学界就有人指出:“我们毕

竟无法否认他的观点也是将西方历史学作为文明论来学习的事实。”②有论者强调这个范式的提出“根
源于上个世纪初现代化浪潮中对中国历史中现代性的反思”③,似有过度阐释之嫌。 尽管内藤氏当年能

够从传统的断代体系思维框架中跨越出来,视野超越同侪,未可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衡量一百年前

的学术发现,不过说到底,它毕竟不过是对中西之间历史分期法的一个参照与类比。 或者也可以说,随
着西风东渐,欧洲近代工业文明以其强势展现于东亚地区,人们在感受震撼之余,开始不自觉地以欧洲

的各项事物为参照体,在历史文化领域也一样。 当他们将中西之间的历史演进联系起来作思考时,这样

的类比之“自然”形成,是可以想见的。 事实上,在内藤氏之前,已有欧洲的汉学家提出过类似的看

法。④这对于作为参照物主体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更为自然。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路径与学术脉络上,他的一些门生弟子对其范式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论证,其

中尤以宫崎市定(1901—1995)贡献为多。 内藤氏《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要言不烦,不过短短五千余

言,其讨论虽然涉及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主旨则在于设定了中世贵族政治与近代君主专制政

治相对立的概念与相互比较的框架。 可以说他只是对这些方面作了条理性的归纳,并未能展开论证。
宫崎氏等人的补充论证,除了进一步详细论述其在政治史方面的一些见解之外,还集中阐发了科举制与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以佣兵制为基础的武备建构等要素形成的中央集权体制各方面内容,更主要的是弥

①

②
③
④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22 年。 译文见黄约瑟译,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0—18 页。
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 年第 5 期,第 23 页。
罗袆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 年夏之卷,第 31 页。
陈怀宇:《英国汉学家艾约瑟的“唐宋思想变革”说》,《史学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89—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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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了内藤氏原说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忽略与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自宋代而下的中国作为“近世社会”
的各种特征,例如佃农普遍以契约形式与地主形成租佃关系,因此具有某种自由的身份,社会“几乎完

全进入了商业经济的时代”与国家对商业的统制,大规模的都市与以大运河为动脉的交通,等等。 1950
年,当表述这些学术思想的专书出版时,宫崎氏就给它取了一个立意鲜明清晰的书名———《东洋的近

世》。 后人也因此开始称“内藤假说”为“内藤—宫崎说”。
宫崎氏补充论证固然是出于尊奉师说,不过从内藤氏的主要着眼于政治体制,推进到社会经济等领

域,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从 20 世纪初期到中期学术生态变化对他的影响。 那就是如张广达先生所指出

的,是因为时值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盛行之故。①
这无非说明,无论是内藤氏最初提出的概念,还是经由其弟子进一步发挥的“内藤—宫崎说”,其主

旨都是试图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纳入以欧洲史为标准的路径上去。 在他们看来,唐宋之间社会所发生

的,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结构性与根本性的变化。 也因此,日本东洋史学界不同学派之间从而演发出持续

了数十年的关于中国唐宋社会性质的大讨论。 参与讨论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对中国社会的不同理

解,先后提出了许许多多关于唐宋社会不同的变革论,甚或完全不承认变革的存在。 到 20 世纪 80 年

代,这场讨论才慢慢落下帷幕,“从研究者最关注的位置上退出”②。 影响这一系列学术史演进的因素,
主要也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数十年间世界形势的变化,西方学界关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范式的

辐射,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新一代学者的成长等等。 这其间,讨论的具体展开与内藤氏立场的距离,也已

经并非学者们所关心的主要内容了。
多少有点令人称奇的是,正当日本学界逐渐疏离内藤范式,它在中国学界却再次迎来了“新生”,产

生广泛的影响。 大致从 21 世纪初开始,不仅有学者专门撰文介绍这个产生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范式,
不少学术单位召开了多场以唐宋之间社会变迁为主题的研讨会,至于专文专书更难以胜数。 一时间,凡
涉及这个历史时期研究,唐宋变革论似乎成为最现成的“理论”,谁也无法绕开它。

不过,如果我们再作仔细观察,或许还可以发现,关于“变革”概念的借用虽然比比皆是,甚至“近
世”这样的名词也不时出现在一些讨论之中,在中国唐宋史学界,事实上少有人认可内藤氏的那个中国

历史三分法,或者真正将宋代视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 内藤范式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将学者们引向

了关于唐宋之间历史变迁的讨论,但是讨论的立场与目的却与其范式的出发点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如

李华瑞所指出的,除了当世纪之交人们开始重新定位宋代历史地位的因素之外,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

的旧理论范式被新一代学者冷落与回避,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正是内藤范式开始在中国学界流行的

重要原因。③这里或许可以稍作补充,大动乱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也促使学者们更倾向于引用海外

的学术思想,无论是西洋的还是东洋的。
换句话说,尽管出现了被学者尖锐批评的胡乱套用“唐宋变革”说的泛化现象④,近二十余年来这

一范式在中国唐宋史学界的大行其道,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它试图确立的所谓宋代近世说,而是谁也无

法忽视的在唐宋之间出现、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更为凸显的社会变迁现象。
固然,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唐宋之间的不同,是“很多中学生都可以指

出一长串的”⑤。 不过我们也清楚,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如同江河大川之奔流入海,在不同河段因地势

有别,水流或湍急或平缓,风景各异。 唐宋之间,如果截取的起止点不一样,观察到的历史现象与归纳得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 页。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 年第 6 期,第 22—27 页。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3—34 页。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总第 81 辑(2006 年),第 125—171 页。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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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论不可能全然相同,但总的看来,它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比较湍急的一段,可以肯定。 这也就是为

什么自宋末元初以来,如学者们已经熟悉的,强调唐宋间社会变迁,或者指出自宋代形成的社会格局长

期延续,影响到明清及至近代之论不绝于耳之故。 尽管那些议论或者仅仅站在指出历代之治乱兴衰的

立场,或者出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并不如内藤氏那样,是从解释中国历史演进的全过程出发的,将两者等

量齐观,相提并论,如果也径直称之为“唐宋变革论”,的确有失精准。 不过它们都关注到了唐宋之间社

会变迁现象之凸显,则是相同的。 正如张邦炜所指出的,对于日本学者的一些论点,“无论是其‘宋代近

世说’ 还是其‘宋代中世论’,中国大陆学者大多至今仍然难以认同。 我们只是抽象地赞成其宋代进入

中国历史新阶段的见解”①。
所以也可以这么认为,近年来涉及“唐宋变革论”相关学术史的实际演进,只要仍然执着于对“宋代

进入中国历史新阶段”现象的探索,是否已经逸出了内藤范式的外延,其实并不太要紧。 总之仍然可以

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学术范式的影响,则可以肯定。
可是,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发现自己开始面对着一个新的困境。
内藤范式的介入,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唐宋史学界超越传统的断代史思路,转向更多地根据历史

现象演变本来的线索、而不是从王朝体系出发去观察它们。 尤其是承前启后的五代时期,从此前大多被

忽略而过,到现在已经成为学者们探讨唐宋之间制度承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

一位研究唐史的学者将其观察视野下探至宋代,或者一位宋史学者将观察视野上溯至唐代,还可以被认

为具有相当的前瞻性,那么到了今日,这差不多已经是学界的常识了。 尽管许多讨论因为用上了“变
革”等等的名词,站在内藤范式本意的立场而言显属泛化,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去观察,又应该说是相

当“自然”,可以理解的。
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除了有人将所有社会现象的更新,例如从抄本时代进化到印本时代,文

人士大夫更多在生前汇编自己的文集,甚至包括高足家具的流行与跪坐习俗的消失,从分餐制变为合餐

制等这样琐碎的生活习俗,统统视为“变革”,这些不妨归因于“方法论层面的惰性与思辨能力的匮

乏”②,近年来对唐宋之间社会变迁的探索,的确使得我们的认识得到了显著的深化。 正如本人曾经归

纳的那样,经过多年的扩张,每年刊布的专文专书近乎海量,举凡存世资料相对丰富、足以展开讨论的议

题,差不多都已经有学者撰写了专书,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专文了。 关于唐宋之间经济的增长,制
度的演进,文化的更新,生活的别样,各种变化现象都得到细致的梳理。 有学者认为,近四十年来中国古

代史差不多每一个知识点都得到了重新的研究,这样的结论对于唐宋之间的历史来说也是符合事实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认识更新大多只是处于“点”状,而未能连缀成片,未能整合成整体的认识框

架,获得一个新的体系。 因此,人们开始批评史学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丢失了理解整个中国

历史的线索”③。 所谓“碎片化”,指的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利用新的或旧的资料,得出一些人们已经了

解的认识,而未能深入到不同个案之间的联系,却止步于孤立的分析。 或者沉迷于社会现象的细节,未
能关联到整个社会大背景,停留于表面的观察。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国际学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谷川

道雄曾指出:“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史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已失去追求中国史的体系化,另一方面则趋于

①
②

③

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5 页。
陆扬:《唐宋变革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澎湃新闻,2016 年 5 月 29 日。 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 _
forward_1475403。
参见包伟民:《走向深化:辽宋夏金史研究展望》,《文史哲》2019 年第 5 期,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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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收新旧资料,解明事物情况细部的趋势。”①

因此,随着近年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自信心增强,对在大动乱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囫

囵吞枣式地引进的那些外部世界的学说,开始梳理、反思与批判,指出内藤范式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
呼吁应该“走出”之时②,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就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学者们前面:我们用什么来替代“唐
宋变革”这个用起来如此称手的“理论”呢?

二、 牵动性因素

　 　 关键或者还在于怎样“走出”。
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内藤范式与中国历史之间的扞格,特别是指出了中国从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一

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作为其核心概念的所谓从封建制向绝对君主政体在唐宋之间转型的说法,无法成

立,“其所论率多削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③。 的确,在其前期相比较于从宗法

制之走向帝制的春秋、战国时期,后期相比较于帝制崩溃、走向共和那样翻天覆地式的社会结构根本性

变革,唐宋之间历史的那些变化,“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④。
看来,问题不在于“唐宋”,而在于“变革”。
有一些研究者在介绍内藤范式时,对于那一段历史也偶见有“根本性”变化或者“极为深刻的变化”

等等表述,那可能只不过是在用词上受内藤范式的影响所致,并非真正是他们在对史实加以深入观察以

后的客观归纳。 也正因为意识到“变革”论有太多的建构成分,更多学者(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倾向于使

用“转折”,而非“变革”一词,来指称唐宋之间的各种历史变迁。 可是,仅仅改用一个相对平和的词汇,
也未见得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还是像内藤氏那样,视“变革”为“‘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史观的代名词”⑤,更在意“理论”的
建构,而不是真正面对复杂的史实,小心抽象,谨慎掂量,认真比较中国历史长河中各不同阶段的变迁特

点,即便在概念用词上“走出”,心态上可能还在原地踏步,也难以避免在研究实践中左支右绌的困境。
例如,绝大多数学者尽管“只是抽象地赞成其宋代进入中国历史新阶段的见解”,但是在其思想方

法的影响之下,过于强调唐宋之间的跳跃性发展,与其前后之间的差异变化,就将历史理解成了近乎前

后断裂,忽略了延续。 笔者近年通过具体分析唐宋间城市形态演进的史实,指出了此前差不多已经成为

国民常识的、从唐代封闭式坊市制城市跳跃性地发展到宋代开放式的街市制城市,即所谓中世城市革命

之说,虽然有部分的史实依据,例如对于少数规划性大都市或许不差,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地方中小型城

市而言则基本上属于主观的建构,有违史实,因此总体上无法成立。 历史演进之中的复杂与周折,在线

性的、看似清晰明了的理论建构之中全被抹平了。 更重要的是,这必然使得它在中国城市发展全过程之

中的定位失准。 有学者称笔者的意见为“会通论”,当然是过誉。 笔者的本意无非是试图以具体案例,
来说明历史远比理论为复杂。 而且,越是看起来清晰明了的“理论”,在史实论证上失真的可能性越大。

①

②

③
④

⑤

谷川道雄编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争论》,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 1993 年版,第 24 页。 转引自岸本美

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年第 1 期,第 22
页。
参见杨际平:《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文史哲》2019 年第 4 期,第 122—141 页;李华瑞:《走出“唐宋变革

论”》,《历史评论》2021 年第 3 期,第 76—80 页。
杨际平:《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第 137 页。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参见王曾瑜:《唐宋变革论通信》,《纤
微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2—217 页。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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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因为有感于新的分期理论的缺位,以及对内藤范式的不足有着足够的警惕,有一些学者开

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分期学说,五花八门。 大致而言,有主要针对唐宋间的历史变迁而提出来的,也有涉

及唐宋之后元明清历史的,略有不同,值得关注。
例如有学者着重从社会阶层更替的视角来做分析,提出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新说,认为唐代

两税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税制原则,说明了一个作为新社会阶层的“富民”阶层的形成,“富
民”阶层与国家的关系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最核心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进程应该依次是上古的

“部族社会”、秦汉魏晋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富民社会”,以及明清而下的“市民社会”这样几个历

史进程。①另有学者则更看重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汉唐以来单一农业为主的结构到两宋时期已经

转变为农商并重,并延续到明清时期,遂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部分质变”,直至 20 世纪后期才逐

步进入现代工商社会。 因此提出自宋代进入了“农商社会”的看法。②虽然论者并未明言,但我们据此

来归纳其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及演进轨迹的背景下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大概不

至差误:即总体三分法,关于传统时期则只两分:宋代以前的农业社会与宋代开始的农商社会。 汉唐以

前未见言及,大概也是农业社会吧。
另有一些学者在认同唐宋之间历史发生了较大变化的前提之下,进而讨论宋元以下的历史分期问

题。 例如关于元明以下,就有元明变革论与明中期变革论等等,因其已经逸出了本文议题的范围,不必

详述。③关于宋元之间,还有宋元明过渡论与宋元变革论等。 前者强调宋元明时期历史的延续递进④,
与“变革”论的关系稍远。 后者则明确提出,“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在中国历史长河的流段中,具有不

可切割的连续性”。 也就是,它们是前后相衔接的、连续的两个社会变革。 因为“唐代的因素到北宋发

展到了极致,而北宋又积淀并酝酿了下一轮的变革”。 其观察的思路落实在士人的命运这个维度,认为

因为科考日益困难,即便中式入仕,大多数低级官员也终生沉沦于下僚,于是这就推动士人们目光下向,
走向地方,以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及至宋元鼎革,科考长期停废,新的变革于焉

发生。⑤论者以士人的命运出发,勾连相关的一些社会层面,例如士大夫政治,士人在地域社会的活动、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基层社会的变化等等,以此来观照整个社会的“变革”。

老实说,笔者本人对这样关乎中国历史全过程的宏观分析是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的。 因为可能涉及

的因素之复杂,超出想象,绝难把握。
平心而论,前面举例所及的那几个分期学说都有相当的合理性。 改“以丁身为本”而为“以资产为

宗”的建中新制,的确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最为重要的一次更革。 推动了这一经济制度重要变革的社

会阶层更新具有某种结构性的意义,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必然会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辐射性影响,理
应重视。 至于是否可能由此推动形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并且以此为线索,可以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分成几个前后特征鲜明的阶段,以呈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则未易遽言。 例如,“富民”的确是全新的社

会阶层? 他们与“豪民”能够不那么拖泥带水地区分开来吗? 以“市民”来作为明清时期社会结构的代

表性阶层,是否具有足够的涵盖度? 当时社会人数最多的农村人口往哪儿安放呢? 这一切都颇费思量。

①

②
③
④

⑤

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的由来与旨归》,《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68—73 页。
葛金芳、柳平生:《“农商社会”说的学术背景与理论资源》,《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1—18、185 页。
参见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 年第 4 期,第 83—102 页。
参见史乐民(Paul J. Smith)、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编:《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年。
王瑞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自序,《研究历程: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太原:山西教育出版

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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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怎样将这样的阶层更新与社会其他方面勾连起来,并以实证来说明它具有的结构性意义,更是任重

道远。 进入宋代以后,商品交换关系的确明显比前代为活跃,引人注目,但是,在当时生产技术并未出现

革命性进步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达到了“农商并重”、并且可以使整个社会结构“部分质变”
的水平,也许真的需要当下声势夺人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助力,以期提出更多可靠的定量而非定性的

实证性研究。 目前学界主要利用征榷财政数据来讨论交换关系,距离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还存在明显

距离,能够触及基层经济生活的个案性探索似乎也难以打破记载不足的天花板。 而且,在农业社会与现

代工商社会之间划分出一个农商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前后间是否足以构成一个级差水平,也令

人迟疑。 至于从唐宋到宋元的连续变革,士人地方化这一个切入点能否让整个社会结构变动起来,其间

的关系可能更复杂一些。
这么看起来,新旧分期法其实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试图通过某个切入点来观察整个社

会,这大概就是学者们常说的所谓牵动性因素。 就内藤范式而言,虽然经过不断补充论证,从政治、文化

拓展到了经济生活,看起来相当全面,根本支点还是所谓从封建制向绝对君主政体的转型。 其他各家新

说也都是如此的由点及面。 其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内藤氏是先有了欧洲的范本,再来据此裁剪中国历史;
各家新说则是以社会分期为目的,分头寻找分析的支点,再从各自的支点入手将历史演进按阶段切开

来。
思想方法上既然与旧范式相近,想要“走出”它,恐怕并不那么容易。

三、 多层面观察

　 　 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其划分成不同的阶段,原不过是人们的

一种认识方法,类同于在江河大川或宽或狭、或缓或急的不同河段做出标记而已。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悠

久绵长,其中帝制时期就长达两千余年,其前后必然存在着许多变迁,将其标识、区分开来,有助于我们

认识它,观察它。 不同的学说———无论是在经典理论体系框架下对“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所作的

前后分期①,还是本文谈论的内藤范式,以及从古到今的许许多多学者,虽然他们所划定的具体起讫时

间并不完全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唐宋之间,可以证明它的确是变迁比较凸显的一个历史

时期,我们的任务在于如何去认识它。
事实上,除了像基础性工具更替、帝制存废、科学革命、工业文明兴起等等这样根本性的因素之外,

对于我国传统社会而言,缓慢递进才是历史的常态。 在社会的不同层面,演进也并不总是相互间同步

的。 有一些相对活跃,例如政治制度,有一些则明显平缓,例如经济生产、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 传统农

业技术更新缓慢,制约了它的结构性更革。 在文化层面上更复杂一些,其中有一些相对表面化,例如文

学创作,楚风唐韵,各领一代之风骚,灵活多变;但是一些核心的内容,例如文化信仰、价值体系等等,则
最顽固难变。 尽管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试图找到一个切入点就将历史进程完整分割开来,并不

容易。 比较可行、而且也是更贴近历史的方法是分层观察。
唐宋之间当然不过是缓慢递进之中的“小变革期”,相比于中国帝制时期其他变迁比较凸显的阶段

是否更加重要,非笔者所能断言。 一定要比出个高低短长来,意思也不大。 不过,历史的演化不太会只

是由哪一个要素决定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前进,只是各不同层面都经过长期积累而产生了较为显著

的变迁,相对集聚于唐宋之间而已。 下面略举几例来做说明。
若目光向下,从与基层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层面去作观察,缓慢递进的态势在经济领域往往表现得

最典型,所以李伯重根据江南地区的个案,通过对其发展连续性和对农业生产率等指标的分析,提出了

① 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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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到清中国经济具有一贯发展的趋势的看法,农业生产前后的变迁“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

是同质的。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只是江南农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而不是一

个‘转折点’”。①不过在这一方面,就唐宋之间而言,的确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值得关注,那就是经济

地理格局的大调整。
南方地区的开发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经过长期积累,到唐宋之间南北经济地位才发生了逆

转。 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中后期起江南财赋地位日隆,到宋代“国家定都于梁,非有山河形势以临天下

也,直仰汴渠之运以养百万之师耳”②,从这个视角观察,因为牵扯到强制性的财政因素,与区域经济的

关系还是隔了一层。 比较直接的是人口数据,盛唐时期约八千万人口中的六成居住在淮河以北,到北宋

末年约一亿两千万人口中,六成已经居住在淮河以南了。 这一逆转发生的时间节点不容易具体化,估计

到北宋前期已完成把握比较大,影响深远而复杂。 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来讲,譬如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
相对容易开垦的平原坡地开发殆尽,人们不得不转向主要开发低湿地、山地等相对“边缘”的土地类型,
从而引起南方地貌生态的变化。 农田开垦在南方不同地域的进展当然是相当不平衡的,在长江三角洲

地区,大致到北宋中期关于人地矛盾的记载明显多了起来。 附带地,由于南方人口开始占多数,从而也

使得稻米等南方粮作在我国主粮结构中的比重占先,尽管这一点与社会“变革”关系不大。
与社会变迁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随着南方地区不同土地类型的开发,直接推动了交换关系的发展。

如北宋曾巩(1019—1083)对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的描述:“其人修农业之务,率数口之家,留一人

守舍行馌,其外尽在田。 田高下硗腴,随所宜杂殖五谷,无废壤。 女妇蚕杼,无懈人。 茶盐蜜纸竹箭材苇

之货,无有纤巨,治咸尽其身力。”③就这样,平原、湿地、丘陵、滩涂等多种土地类型开发的齐头并进,农
村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使得生产者之间交换的需求扩大,应该是从唐入宋以后经济交换关系显著活

跃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若就技术进步对于农业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而言,一些新农耕技术的推广与作

物品种改良等当然都十分重要,更为有力的推动因素,则可能来自于江南地区农业日益趋向于精耕细作

的经营路线。 社会需求从来都是技术进步最直接的动力。
至于赵宋国家在土地正税之外较多依赖于榷卖征商的财税政策,其相关记载是学界利用来讨论当

时商业活动的主要数据性资料,它的原因以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尚未能给出真正令人满意的

答案。 不过从长时段的眼光来观察,笔者以为唐末五代以来中央政府因为对地方控制力不足,不得不另

创税源,从而造成北宋财赋政策对此的“路径依赖”,关系最大,并不能将那些政策与社会经济活动直接

画等号。
国家财税政策的革新则更早一些,那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 尽管“以资产为宗”制税原则完全

落地还需要经过多年磨合,作为一种制度更革的标志毕竟在建中元年(780)已经确立,明显早于其他一

些社会现象。 关于两税法的研究是学术史积累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可惜对于在时人所谓“农夫输于

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的格局之下④,各社会阶层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

呈现了哪些新现象,实证性的前后比较研究仍然少见。 这既有存世资料前后不对称的困难,也有认识不

足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基层社会关系其实是社会结构中相对惰性的一个侧面,具体的阶层与人群在不

同历史时期可能会有新旧更替,它的核心内容基本由官民与贫富两种关系所规定,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有的时候,甚至比经济关系更加平缓。 因此如果试图从这一层面来观察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对研究者

①
②
③
④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92 页。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八《唐恪传》,《二十五别史》本,济南:齐鲁书社 2000 年版,第 923 页。
曾巩:《曾巩集》卷一七《分宁县云峰院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第 272 页。
王柏:《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6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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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无疑任重而道远。
另一个关乎唐宋之间基层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当推科举。 诸科举人制度的兴起无疑是当时上层

政治结构变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一向被研究者所重视,纳入分析框架,内藤氏也不例外。 它对基

层社会影响之深刻,实与其影响上层政治者相当,却未能得足够的关注。 科举之制虽然早在隋唐之际确

立,经李唐一朝的推进,至少到北宋初期,应举者仍然有限,还需要宋真宗亲自撰写《励学篇》那样的文

字,赤裸裸地诱人入彀。 所以等到它真正渗透到基层社会,差不多已经到了北宋中期了,明显比税制的

更革等等为迟,显示了各不同层面的差异性。 不过能够登天子堂的诱惑之大,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则势

不可挡,迅速成为全民向往的目标,以至到宋仁宗时,据大臣富弼(1004—1083)所说,开封城中甚至那

些最卑微的负担之夫,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阶层,尚且“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

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①,终于形成全民尚文的社会风气,有学者称之为“科举社会”②。 其影响之深

远,至明清为甚,关乎民族性格的形塑。 具体而言,无论是识字率的提高,儒家观念的向基层渗透,还是

一些生产知识得以经由书籍更便捷地传播等等,都与之相关。
与“科举社会”现象相互关联的上层文化,最令学者们关注的自然是儒学的创新,具有时代的特征。

儒学思想之推陈出新,发轫于唐代中后期,一百多年以后,到北宋中期,经过几位代表性学者的努力,才
开始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后来慢慢形成宋学的几个流派,到南宋中期辐射及至中下层士人,作为一种

具有广泛社会性影响的现象,可以说至此才最终定型。 相比于同时期其他层面社会现象的变迁,可能是

最为迟缓的,渗透到基层社会则更待来日。
至于被内藤范式视为核心要件的所谓由封建制向绝对君主政体的转型,可能并不具备结构更新的

意义。 其原因,与其说与统治阶层结构更替、还不如说与唐宋间中枢权力机构调整的关系更密切。 学者

已有研究表明,唐代中后期君主的“走向政务前台”,是随着君权强化,中枢三省制逐渐演变为中书门下

制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③,而作为阶层更替说主要论据的士大夫阶层形成与士大夫政治成熟,至少得到

北宋中期了。 更何况我们如果真正想要理解士大夫政治,可能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观察。 科举作为当时

核心的选士制度,其影响笼罩一切,但却并非是最主要的入仕渠道。 门荫入仕者仍占所有官员人数的六

成,而且在官员荐举升迁等各种制度的制约之下,低门寒士即便经科举入仕,多数人也仍只能一辈子困

于选海,有时比那些有家世背景的门荫入仕者更不容易得到升迁。 这么说当然并不是要质疑关于士大

夫政治等内容的一些既有看法,而是试图指出,历史现象往往远比看似清晰的结论更为复杂。
总之,在未出现急风暴雨式大变革的唐宋时代,社会现象之分层与演变的前后的明显错位,说明了

当时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大调整,正体现了“小变革期”的特征。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路径之一是多元化,既在视野上坚持全局观,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纳入思考的范

围,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到当时多民族政权并存的现状,塞北江南,不以偏概全;又从各不同层面具体

分析,在个案能够支撑的范围之内来做归纳,避免流于表面的概念式的推衍,以期使我们能够真正深化

对历史的认识。 长时段的眼光将永远是我们观察历史的有效方法,前观后瞻不能偏废,对于每个不同的

社会生活层面,只有将它变迁的全过程都梳理清楚,才可能明确关键的节点何时发生,以及它与其他历

史现象的关联。 至于凸显时代特征的总括性概念,变革、转折,还是其他,目前阶段或许不必着急于此,
不妨诸说并存,不宜有独霸武林的想法。 以一个支点撬动整个地球,在学理上虽然可以成立,毕竟只是

①
②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1 册,第 3646 页。
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第 15—24 页。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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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喻,现实中不可能做到。 只要能够在观察方法上有所创新,并且清晰表述自己的研究目标与概念

界定,以便于研究讨论与学术交流,大概就可以算是“走出”旧范式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一定要问

笔者个人的倾向,我以为尽管不同层面变迁步伐不一致,到北宋中期在主要方面可以说已经面貌一新,
大致不误,陈寅恪先生的“赵宋以下之新局面”之说,比较贴切。

How Can We Get Out of the Theory of “Tang-Song Transition”?
Bao Weimin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Europe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and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from feudal system to absolute monarchy as the main basis, Naitō Torajirō (内藤湖南)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 Tang-Song transition”. In recent years, a few scholars have also launched some new thought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betwee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owever, their thinking method is actually consistent with Naitō’s, that is, from the point to the plane, with
the fulcrum identified by eac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divided into stages. These seemingly clear theories of
stages actually run the risk of simplifying complex history. Through in-depth observations, it can be found
that, unlike those earth-shaking fundamental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that are not common in history, the
pac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life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s different
in terms of time and obviously out of sync with each other. Although there were still many aspects of evolution
that occurred later, it was not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at a “ new situation” was
generally presented. In a word, evolution and continuation are two basic perspectives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in observing the history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nly by improving our thinking methods can we
truly “get out” of the theory of “Tang-Song transition”.
Key words: Tang-Song transition; multi-level;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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